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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九旬农村老太最骄傲的事——

当过43个月民办教师
带过三十来名学生娃娃

□李锡琴

1 只有两位老师的民办村小

邹老师，女，名荣连，生于1938年1月21日，原四
川省江津县先锋区桂花村（人民公社后改为桂花大队，
后又改为绣庄村）第八组村民。1958年4月，邹老师与
村里的另一位叫邹荣地的男“秀才”一起，走进了桂花
村民办小学校。

在江津县档案馆里查实的一份原始资料《江津县
先峰（现为先锋）区先峰乡民办小学教师花名册》（填
写时间为1959年3月26日），这份档案资料表上，共记
录了当时江津县先锋区6所民办小学校的10位民办
教师的个人信息。年龄最大的40岁，最小的就是邹荣
连，20岁。

当时，有些村办小学叫“完全小学”（简称“完小”），
即从一年级到六年级皆能开课的民办小学校，只有师
资足够才可以设立“完小”，反之则为“不完全小学”。
当“不完全小学”的孩子们该升上某个年级时，而恰好
学校没有这个年级，他们就必须转到“完小”去。能不
能开办“完小”，取决于三个因素：一是本村的办学实
力，二是师资，三是生源。

邹老师说：“桂花村就我和邹荣地两个老师，办不起
完小。”这个“不完全小学”也没有正式的年级之分，只有

“大班”和“小班”共两个班，男老师邹荣地教大班，邹荣连
教小班。以“大班”“小班”称呼班级，像在听幼儿园老师
的介绍。邹老师说，邹荣地的大班里学生都在12岁以
上，最大的已经十七八岁，所以他的班主课除了开有语
文、算术外，还有历史课；而她的小班学生则多在7~
12岁，只开设了语文和算术两门主课。

“学生年龄差距很大嘛，为什么不上复式课？”
“年龄有差距，但是他们来学校时，知识

水平都为零呀！”
原来如此。
1949年前，中国没有官办农村小

学校，只有开设于家庭、宗族或乡村
内部的民间私人教育机构。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要快速发展教育事业，培养建设人
才。但是，百废待兴的国家单靠政府力量，不可能快速
普及国民教育，便确立了依靠群众与集体，实施民办与
公办“两条腿走路”的办学方针，作为国策推行落实，民
办校在全国相继兴起，像雨后春笋，逐渐发展壮大。

2 筚路蓝缕的开创者

那么，是谁安排邹荣连去做民办老师的呢？
邹荣连说，一天村支书对她说，上头要求各村都要

办学校，“你是初中生，来当老师嘛。”邹老师说她当时
不敢答应，说自己不知道怎么当老师，村支书又说：“另
外还有邹荣地，你们两个一起干，怕什么？”

这是1958年的事。邹荣地、邹荣莲二人，就这样加
入到新中国开创乡村民办教育事业的急先锋队伍。

刚开始，学校设在原邹家祠堂里。解放后，祠堂归
了集体，里面的东西大都被分给贫下中农了，所以课桌
需要孩子们自带。于是，教室里出现了五花八门的桌
椅，有的是小板凳，有的是能坐三四人的长条凳，有的
把太师椅也搬来了……

为了体现教育的氛围和学校的特点，在祠堂当门
的两面粉白高墙上，用红色油漆写有“团结紧张，严肃
活泼”八个硕大的标语。这八个字是二位邹老师在中
心校培训时获得的，他们先向村干部汇报了此事，干部
非常重视，组织人，架起高梯，先勾画轮廓，再用油漆一
点点填涂上去。那八个字像是刻进墙体了一样，经久
不褪色，直到五十年后，因修重庆至合江的高速公路，
祠堂被撤之时，字迹都一如既往地醒目可见。半个世
纪里，它们担当着桂花村重视教育的重要符号。

两年后，大队部将民办校迁到离邹老师家六七里
远的太平庙。新校舍不及邹家祠堂五分之一大，大队
部也设在里面，一下子搬来五六十个师生，就显得太
挤太吵闹了。不久，又被指令搬到原来一户大地主的
庄园里去。

3 她的教师生涯仅43个月

邹老师实际教师生涯仅43个月，先后有过三个
校舍。

邹老师去第三个校舍上课，单程要走一个小时。
“那么远的路程，天天早出晚归，日晒雨淋，不辛苦

吗？”邹老师说：“辛苦啥哟，那时年轻，脚杆硬，跑得动，
不像现在，动不了了！”邹老师动了动没有完全失去知
觉的双腿，继续说：“当老师，可以穿得干干净净，体体
面面地走在路上，上学放学，见了的人，老远就跟你打
呼，全村几千人，没人不认识，没人不恭敬。”

既然是村里的民办小学，当然得靠村里的人力
物力财力来支撑。邹老师说，学校的办公用品，
主要由村里提供经费购买。学生也要按规定
交学费，但主要用于购买书本。实际上，不少
孩子的家庭连书本费都交不上，拖欠学费的，
每学期都有不少，拖欠多了也不敢追缴，否

则学生就不来了，很多孩子就是这样辍学的。
记得路遥的小说《人生》中有这样一个场景：村小开

学了，学生和家长们纷纷挑的挑，背的背，提的提，将家
里的粮食、蔬菜、鸡鸭什么的拿到学校充学费，学校再
将这些东西折合成工资发给老师。

“我们没有收学生的东西。”邹老师说。
“那老师的工资由谁给？”
“工资？没工资！”
“没有工资？你不吃饭呀？”
“工分呀！”邹老师得意地说，“村里规定，老师教一

天书，生产队按正劳力（队里最能干的男社员）记一天
的工分。我跟邹荣地同工同酬，都是一天计10分。”
（1979年后，民办教师待遇有变，除与其他社员同等分
得责任田外，国家按月发给现金补贴，数目各地不等，

但与在编教师差距很大）
这个待遇确实非

常高，如果在生产队
参加劳动，女社员干
一天最多只能获得
正劳力三分之二的
工分。这让她感受到

了知识与文化所带来的
价值。

1961 年暑假快要结束
了，邹老师正在做开学的准

备。一天，中心校一位老师找到她

家，对她说：“邹老师，村小要停办一年，下学期就不用
去上课了。”

就这样，做老师的抱负正在膨胀的邹老师，被打回
原形，回生产队做农民。这位女“秀才”对教育理想的
追求，像一场昙花梦。

4 一辈子的邹老师

此后，没人来通知邹老师回校，也没人对她说为什
么，仿佛村小从来与她没有半点关系。后来，生产队里
文化最高的邹老师做了二十余年的会计。

可二十余年的会计生涯，顶不上43个月的教师经
历。失去继续做教师的遗憾，让邹老师叨念了近七十
年，特别是村里当过她的学生，以及学生的家长，还有
那些尊师重教的村民们，上上下下一直尊称她“邹老
师”时，更加深了她对没能终身从事“太阳底下最光辉
职业”的惋惜。

在43个月短暂的教师生涯中，邹老师共带过三十来
名学生，其中有两位最值得她骄傲：一位是班长，叫李运
开，后来在村里担任了三十余年“村长”（先后也称大队
长、村委会主任）；另一位是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的作家，
这位作家就是邹老师的女儿、本文笔者。因此，写此文
我不用特别采访，或者说是采访了几十年。

“你当老师时，这个世界还没有我呢。”我故作嗔怪
地辩解说。

“你的整个小学都是我辅导着读完的，你不认账？”
我不得不认账。上小学时，没有再当民办老师的

邹老师，当起我的校外辅导老师。那时的学生没什么
家庭作业，每晚她就逼着我在油灯下练字，当我偷懒
时，她就会用手指头敲着我的脑袋说“字是打门锤”

“字是敲门砖”。
可以说，因为我母亲是邹老师，在恢复高考后，我

才能蜕变为全大队第一个通过国家考试飞出去的金凤
凰，成为继邹老师之后又一个令人稀罕的女才子。

如今，几近九十岁高龄的邹老师虽然瘫养在病床
上，却能领取政府给予的教龄补贴和医疗补贴，她亲自
培养了一名统领全村人几十年的父母官，还培养了一
位作家，谁能质疑她作为人民教师的崇高呢？

2019年，邹老师外出闲玩时听人说国家有政策，对
所有被辞退的民办教师都有补偿。当我找到邹老师当
年的学生李运开，请他为曾经的老师作证明签字时，满
头白发的他乐呵呵地应承着，一边签字一边说：“我的
字写得不好哈。”

邹老师实际在校任教时长为43个月，跨了4个年
头，按文件标准计算，一次性补贴每年600元，共计
2400元，另有每个月40元的医疗补贴。单看这点钱确
实很少，但对于邹老师来说，那根本就不是钱的问题。
邹老师曾被时代造就，后又被历史遗忘，而自己又一辈
子极力维护着的教师身份，终于通过国家的补贴方式，
被记录上了共和国的人民教师名册，那年，她82岁。

曾经听朋友说，他的父亲做过十多年的民办教师，
后来也是被辞退回生产队了。

“去给你父亲办补贴呀，我全程跑过了，熟悉流程，
我教你怎么跑。”

我说得兴致勃勃，可朋友哀伤地说：“我父亲去世
快十年了。”

有资料显示，新中国的民办教育事业在1977年达
到历史巅峰，民办老师有近500万人之多，占当时全国
中小学教师总人数近六成。可见在社会主义建设进程
前三十年间，广大民办教师在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教育
事业方面，努力撑起了大半边天。

耄耋老人邹老师因长寿而幸运，在有生之年，获得
了应有的名分，可全国还有多少曾经的民办教师，没有
来得及享受这份“迟来的爱”就孤寂终老。

尊师重教，向来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在又一个
教师节到来的时候，不忘他们的付出，向他们致敬！

（作者系重庆江津区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 图片
由作者提供）

曾经青春勃
发的邹老师

邹老师和
儿时的作者

邹老师和她的学生

邹老师，教师节快乐！

“邹老师，节日快乐！”
“又要过什么节哟？”
“教师节呀！”
子女们的话，让因脑溢血瘫痪在床

的邹老师那张耄耋老太太的脸，露出了
节日般的笑容。


